淺談孫中山的政治道德觀
◆黃人傑
一、前言
自從台灣開放黨禁以後，很快出現政黨輪替現象，應該被視為民主進步的象徵，但是卻帶來一連串政治惡鬥的結果，不但傷害人民的感情與族群的和諧，嚴重破壞倫理道德與法治，阻礙政策制度的推展，迫使國家政經空轉了十幾年。愚蠢無知的內鬥耗損了無數的民力國力，主要原因是爭選票的政客與政黨，完全淪為騙取統治權的工具，比賽說謊，只求個人與派系的利益，講求權謀利害關係，毫無誠信廉恥之可言，致使國家發展面臨空前的危機與劫難；此時，看看孫中山對政治道德的主張，其耳提面命盼能發揮遏阻政治亂流與逆境的功效。
二、政治道德的意義與重要性
所謂政治道德，意指民主政治的道德基礎與規範為何？民主政治的首要概念強調「主權在民」，民者通指全體人民或國民，非單指公民；所以，孫中山主張的「國民革命」其道理正合此義。亦即合乎絕大多數人民或國民的意願與利益，這點是解釋孫中山對政治道德的最重要根據與看法。
每一個人都有群己與公私之關係，國家政府存在的主要目的是保障人民的生命財產與真正的自由平等，維護所有個人的權益就是維護群體最大的權益，能盡個人之責任與義務就是能實踐私德，盡私德最主要的目的與價值就是發揮最大的公德；捨己化私並非是真正的無私，「無」非指「不存在」而言，它是指一種人生的修養工夫與價值心境，「無」實意味着避免蒙蔽無知、無掩飾、無障礙，讓合理的己與私存在，並求最有利的彰顯出來。若是喪失了良善的己私，也就無法樂群好公了。
孫中山曾解釋政治即是管理眾人之事，但要遵守那些道德規範呢？用現代人的標準來看，除「依法行政」，守法即是最基本的道德約束之外，在法治社會最重要的道德規範就是人人信守「誠信」原則，只要講求誠信人人既可克盡私德本份，同時又可善盡公德增進公益，這是實踐政治道德最佳的兩全其美辦法。
三、孫中山的政治道德觀
孫中山在＜民權主義＞第一講中說：「環觀近世，追溯往古，權的作用，就是要來維持人類的生存。人類要能夠生存，就須有兩件最大的事，第一件是保，第二件是養。」這是革命必須實踐的二種政治道德，保民與養民既是革命公德，也是革命初期最基本的工作要務與神聖使命。在＜孫文學說＞第四章又說：「物種以競爭為原則，人類則以互助為原則。社會國家者，互助之體也；道德仁義者，互助之用也；人類順此原則則昌，不順此原則則亡，此原則行之於人類，當已
數十萬年矣。」我們知道社會國家係實行公德之體，道德仁義即是實踐政治道德之用。孫中山不僅提出體用說解釋政治道德的體用觀念，並強調仁義道德的重要性，此即孫中山的政治道德核心思想，當時指的是仁義思想，而非今日所強調的誠信主張，我們需要繼續思考比較其兩者之關係。
我們可視仁與誠是體，義與信是用，仁者愛人，心存誠敬，義者宜也，信實可靠。所以仁義層次較高，偏重內修，誠信層次較低，偏重外應。就體用說而言，通常皆以「互為體用」來解釋，然而就體而言，又有體中之體與體中之用二種狀態；就用而言，也有用中之體與用中之用二種狀態。無論仁義或誠信，中山先生提出
互助來取代競爭或鬥爭，這是中山先生最高明的政治道德見解，亦即把互助用於仁義，在民主法治社會則要把互助用於誠信，而非利害關係的惡鬥。
民國六年，孫中山在＜中國存亡問題＞一文中，曾謂「國家自有國家之目的，不徒為戰爭而存立。有時國家不能不戰爭者，為達其國家存立發展之目的，而後以戰爭為手段耳。……夫以一國為孤注而求勝，則必其捨戰爭以外，別無可以求其生存發展之途者也。必其利害為一國人公共之利害，而非一小部分之利害。故國人樂於從事戰爭，進戰不旋踵，傷廢無怨言也。」於此，孫中山言及利害關係時
的政治道德判準是「為一國人公共之利害，而非一小部分之利害」，足可作為
民主法治的政治道德思維基礎。
人是萬物之靈，人又是政治的動物；人類為自衛和覓食不能不合群，合群就必須互助，實行互助就產生了道德。因此，孫中山在＜民族主義＞第六講又謂「大凡一個國家所以能夠強盛的原故，起初時候都是由於武力的發展；繼之以種種文化的發揚，便能成功。但是要維持民族和國家長久的地位，還有道德問題，有了很好的道德，國家才能長治久安。」這是孫中山政治道德的精義所在。
四、結語
孫中山在＜民權主義＞第一講中說：「民權時代，是好人同惡人爭，公理和強權爭。」事實上，善與惡之間的鬥爭，從歷史與現實社會，以及人性的弱點上來看，短時間之內很難取得平衡，亦即善良大部分都鬥不過邪惡，因為善良之人不會不擇手段，不會不講是非，對錯；而邪惡只顧利害，只有少數人自己，只有集團或幫派，很少考慮他人的權益，更缺乏國家社會觀念，既使偶而附和公益也只是滿足私利之藉口或當作工具手段而已。
好的政治道德一定是贊同多數決定與尊重少數的原則；所以，孫中山在＜民權初步＞第九章中又謂「尋常通例，贊成或反對之表決，皆定於大多數；此除少數特別事件之外，莫不皆然也。……在改章程、修憲法、及罷免會員等事，常需三分之二之數。……其他之事件，由僅僅大多數通過，而致大不便者，須立以需更大多數之例，「以防範之，庶為萬全也。」對於尊重少數，孫中山更謂「少數之報告，此為不同意者之報告，謹於正式報告之後，會眾可以不理者也。但若其確
有見地，則可以之代多數之報告耳。」孫中山自幼深受西方民主法治政治的影響，所以創建中華民國就是要建立一個民主法治國家。民國七年辭大元帥職時，臨行通電說：「民主政治賴以維繫不弊者，其根本在於法律。」
民國十二年在＜全國律師民刑新訴狀覽＞序言中又說：「立國於天地，不可無法也。立國於二十世紀文明競爭之秋，尤不可以無法。所以保障人權，亦所以遏邪障。」我們知道法律是維護國家社會之秩序與正義，而且依民主程序而制定，政府和統治者也受法律監督和限制，民主政治堅持法律至上，同時堅信人人守法是最根本的政治道德基礎。
孫中山的民主社會所重視的政治道德除互助外，特別注重「服務」。因此在＜民權主義＞第三講中謂「天之生人，雖然有聰明才智的三種不平等（先知先覺、後知後覺，不知不覺），但是人心必欲使之平等，這是（政治）道德上的最高目標。……要達到這個最高的道德目的，……要調和這三種人，使之平等，則人人應該以服務為目的，不當以奪取為目的。」人類自入文明之後，則天性所趨，向於互助之原則，以求達到人類進化之目的矣，即孔子所謂大道之行也，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，其理想自古至今始終如一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作者：前台灣師大三研所所長）
